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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中华农耕文明历史进程中，农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农具的
革命和革新，都会带动农业的发展甚至革命，因为农具的革新能够直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
升。中国传统的农具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经学家的注疏，使得农具的传袭承载着更深厚的
文化负重。耒耜作为农具之始祖的意义也因此变得繁缛，不少内容早已超出了器具的范畴
和边界，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对农具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农具史的视域。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对我国农具进行探讨，就教于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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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器二不匮”①之“器”，金文作 ，象形字，如纵横交错的经脉血管 连接着两侧众多的
器官 。有的器 字将交错的经脉血管形状写成 （犬）形。造字本义为“由纵横交错的经
脉血管连接的众多器官组织”。《说文解字》：“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人们在生活
中将器与具同用，即器具，多指工具类实物。在农业上，器具指农具，农史上二者常互用。而
“具”者为“俱”之本字，甲骨文 ，即 （双手）持举 （鼎，既是祭器，也是高级饮食器皿）。《说
文解字》：“具，共置也。从廾，从贝省。古以贝为货。”从农耕文明发展的轨迹看，器具之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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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水平具有历史的说明性。农业始，农具亦始；农具提升，农业效率即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农具的演变痕迹，既可透视中国农业发展之脉络（纵横交错），又
可瞥见农具的重要性（农耕作业）。王祯在《农书·农器图谱》中以“田制门”为篇首，开宗明
义：“农器图谱首以田制命篇名，何也？盖器非田不成，田非器不成。周礼，凡治野，以土宜教
民稼穑，而后以器劝民，命篇之义，遵所自也。”［1］应其所言，在王祯的《农书》中，《农器图谱》
约占全书总量的五分之四，不仅介绍各种农具产生和演变的过程，而且对农具的结构形态、
尺寸大小和使用方法等有详尽的解说。不言而喻，知农必识农具，而欲知农具，应先识耒耜，
因为中国农具发展的重要代表就是耒耜［2］。
一、耒耜述评
在我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农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农业的阶段
性提升与农具的发明和技艺的改进存在密切关联。而中华农具之先祖为耒耜，因此也成为
首先需要辨识的。然而，因其先者，因其重者，因其要者，耒耜也成为农具史上争议最多的
农具。
在中国，任何事物，只要是正统传袭的，必有“英雄祖先”，这是“名正言顺”之基本，亦为
文化之要诀。耒耜在农具中地位重要，固亦有“英雄祖先”的谱系由来。《易经·系辞》：“神农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是为耒耜传说之始。“神农”之名原本包含着“因
实而名”，即专门为“农”而确立的“神话”。这也是神话表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从神话叙
事（特别是所谓的“推原神话”①）的要理分析，并非所有的神话叙事都是名实同时，好些是事
物在先，因“名正”之历史性需要，而回身“制造”，以使得特指事物的历史有一个传续上的
“言顺”。
中国是一个有农耕传统的国家，以农业文明昭示天下，必须在创始源头上有一位伟大的
英雄。其实，神农的伟业神迹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国医药的先祖，《神农本草经》称：“神农
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遇荼乃解。”这样的描述，只强调神农为中医药之“开基祖”，却不需求
证细节［3］。“神农”故为农祖，创造农具也自然降落在他的身上。传说他观察天时地利，创制
耒耜工具，教导人们种植谷物，农业开始出现［4］。
“神农氏”在古代不少典籍中为炎帝之号，《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
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
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三皇本纪》：“炎帝
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
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
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
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这样，中华民族
之农耕文明便与中华始祖通缀在一起。也因此，中华民族之重农传统就成为“正统”。
神农神话还有“延说”。《汉书·律历志》称：“（神农氏）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
① 特指专门解释万物起源的神话。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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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烈山）氏。”《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这一神话于是又推导出了一个与耒耜有关的“延说”故事，
即将耒推至“木柱”的原型。有学者据此认为，柱乃耒之原型［5］。李根蟠先生由此认定：“所
谓‘烈山’，就是放火烧荒，所谓‘柱’就是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它们正代表了刀耕农业中
两种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不过被拟人化了。这是我国远古确曾经历过刀耕农业阶段所留
下的史影。”［6］
就主干神话之叙事论，对于“神农制耒耜以教天下”之神话原型，后来的学者不断经注、
阐释，有些甚至误以为一事二祖。笔者认为，有些神话并不需要过于费力去索考，因为“英雄
祖先”并不能细细考究，甚至难以溯源，唯求“正名”。然而在农具史上，后世更多以“神农氏”
之始为考述滥觞，因而“一直是聚讼之府”［7］。后者愈说愈繁，亦愈说愈杂，甚至到了不易判
辨的地步。事实上，耒耜类农具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经过长期演化自然产生的，并不是哪一
个人突然发明的，所以神农制耒说乃附会之说。比如，山东省嘉祥县东汉武梁祠遗址中神农
执耒画像的“榜题”为：“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8］这表明“神农”之功重在
农功。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画像中神农所执耒器与历史真实不尽相符［9］。
如此判断是否过于绝对仍需考量，因为对于神话之“历史真实”这样的问题，学术界并无
共识：是某一个历史时段的农具？是某部（些）经典的表述？是某个、某些文史学者的言论？
是某个历史阶段一种门类的农具？是某个（些）地区的农具形态和形象？抑或是某一地方的
考古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不同解释？似乎皆
未尽然。笔者更愿意将耒耜视作中国农具的原
始类型。如果将神话原型视为中国文化之渊源，
便有了更可接受的历史逻辑。诚如唐代陆龟蒙
《耒耜经》所说：“耒耜者，古圣人之作也。自乃粒
以来，至于今，生民赖之，有天下国家者，去此无
有也。”
以中国农具发展的情形论，神农执耒以原型为始，绝然无误，并构成了农作、耕种、力作
等文字造型的要件。若以文字图谱看，“耒”之原型显然非常清晰。孙常叙认为，从甲骨文的
字形来看，“耒”字并不是最早形态的真实写照，因为它已经不是原始的木棒形工具，而是后
世优化的结果［10］。而且甲骨文中的“耒”字并非只有一种写法，而有多种［11］。所以，“耒”只
是一种构造的基本原型。古代农业素以“力”为劳作者，“力”字在古代也与“耒”字有关，其甲
骨文象原始农具之耒形。殆以耒耕作须有力，故引申为气力之力［12］。古代执耒耕作是重体
力劳动，以男子为主，即所谓的“男耕”。《说文解字·男部》：“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
力于田也。”“男”字从“田”从“力”，甲骨文用以耒耕于田中表从事农耕之意，故有从“力”“办”
“男”等字的形体结构［13］。“男”“勤”的字形尽从“力”，“力”皆通“耒”。
一件农具，有文字表述，有考古资料，却何以告难？难在史上述者太多，且各有观点，不
山东省嘉祥县东汉武梁祠遗址中神农执耒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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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即从神话叙事的解读入手。有的观点认为耒、耜是两种不同的农具；有的认为是一种农具
的不同构造部分，耒是弯曲的柄，耜是柄下捆绑的不同材质的扁平横板［14］。徐中舒先生认为
耒、耜为不同之器具［15］。第二种观点多将耒、耜看作同一农具的不同部件，孙常叙先生认为，
耜“是接插在耒下的木叶锹头”［16］。两种观点由古至今均有文献的记载，并且各有学者支持。
按照史学家李根蟠的意见：耒耜经由铁器时代的演化，演变为锸，也就是现代还使用的铁锹
的雏型。把耒耜手推足蹠、上下运动的启土方式逐步改变为前曳后推、水平运动的启土方
式，耒耜就逐步发展为犁［17］。民族学家宋兆麟根据对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工具演化情况的调
查和分析，得出“从棍棒到耒耜”的结论［18］。这样的结论，“理同”却可能“象异”，因为我国少
数民族，尤其是山地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农业形态一直延续到晚近。这存在两种可能性：
（1）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工具形式上的采借。（2）形象源不同，因为以尖物启土耕作的情形，
即使不需要任何考古资料的支持，亦可推证之。
那么应该如何取舍？仔细梳理文献当中有关耒、耜的记载，可以发现两种说法并不矛
盾，仅仅存在时间上的差别。记载耒、耜为两种器具的文献，年代相对较早，一般在西汉以
前；而将耒、耜看作同一工具的部件的观点多出自后世注家的手笔，如西汉的京房、东汉的郑
玄、唐代的颜师古等。此外，经注家作注时，习惯于将耜看作金属制，这也从侧面说明，此观
点应形成于金属农具大量用于生产以后，其年代应该在战国末期至汉初，以在农具刃部套嵌
金属口做法的大量出现为代表［19］。《中国古代农具》一书综合史上之诸家学说认为：“可知耒
与耜是中国原始及奴隶社会的两种各自独立的不同农具。耜如同斧、锛，必须安装上木柄。
耒、耜的木柄都有足踩的横木，操作时足蹠手压，直刺入土。有人认为，耒为殷商农具，耜为
西周农具。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商也有耜，西周也有耒。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官
书《周礼·考工记》中，既有耒，也有耜。由此可见，在当时即在‘东土’的齐国也不仅有耒，而
且有耜。”［2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曾经流传甚广，特别是及于邻近的东亚国家。关于耒耜之传
播遗迹，需要提供大量、多重的考据，比如潘伟《中国传统农器古今图谱》述：“耜之全形遗制，
可见者仅有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子日手辛锄’。此器曲柄上有一行墨书：‘东大寺子日献，天
平宝字二年正月。’宝字二年是公元 758年，为中国唐乾元元
年。‘锄’是日本起土农具的称谓。‘子日手辛锄’的前端，是一
尖刀扁状器；柄前分三段渐次弯曲；柄前有一段踏木，踩之耜
头即入土；柄末端横一短木，与柄成 T字形执手。其形制如中
国史籍中所载古耜，应属中国古耜遗制。”［21］这是否可以认证，
笔者仍嫌证据单薄。考古学家林沄教授作《耒，东亚最古老的
农具》一文，文中从现有考古资料入手，确认耒是头部为双齿
形的翻挖土地的工具，公元前 3000年时已经出现于黄河流域。耒可以比较省力地插进土
中，翻起土块，既是农具，也是土工作业的利器。在战国时代，耒经过中国东北地区传到朝鲜
半岛，至迟在公元前 1世纪传到日本的本州岛，一直沿用到公元 5世纪。他确认耒是东亚地
区普遍使用过的最古老的农具［22］。再比如，韩国大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三四百年的“仿牌形
青铜仪”上的农耕纹饰图，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双齿耒，与神农执耒图中的耒也有些相似［23］。
日本正仓院藏“子日手辛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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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此类农具均由中国传入［24］。
耒耜在历代经典文献、注释家们的注疏中被屡屡提及，诸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
“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郑玄注：“耒，耜之上曲也。”《韩非子·五蠹》：“禹之王
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孟子·滕文公》：“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其实，耒耜在古
代只是一件重要的农具，何以后来变得如此复杂？一个原因是历史附载于其上的演化痕迹。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对耒耜的演变作如下考述：（1）在原来的农具之上，附加较硬之
木；（2）附加锋利之石；（3）附加铜、铁于耒端［26］。
除了时代演变的痕迹外，耒更是我国农耕器具的基本构造。《说文解字·耒部》释：“耒，手
耕曲木也。”从我国的文字造型可知，凡与农耕相涉之农器、农作者，“耒”多为部首。换言之，
“耒”字作为古老的汉字，成为后世农事、农具的基本。《说文解字》又说：“凡耒之属皆耒。”《康
熙字典》记载的以“耒”为意部的汉字，根据含义分为两类：第一类表示农业耕作，如“耘”“耕”
“耦”等；第二类表示农具，如“耜”“耙”“锄”等［27］。大凡农具，必然会在农耕文明的发展中根
据时代需求而发生改变。耒耜作为中国传统农具之原型，其基本的功能就是插入泥土，用于
垦土。《说文解字》：“耜，臿也。”《释名》：“锸，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铧。铧，刳也。刳
地为坎也。”《方言》：“臿，宋、魏之间谓之铧。”无论后来的改进有什么变化和提升，这一点都
是不变的。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曰：“经曰：耒耜，农书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28］
随着时代的变化，耒耜类农具也发生变化，犁就是一个典型性代表。王祯《农书》作如
是说：
犁，垦田器。《释名》曰：“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也。”利从牛，故曰犁。《山
海经》曰：后稷之孙叔均，始教牛耕。注云：用牛耕也。后改名耒耜曰犁［29］。
按此述说，犁就是耒耜之改进版，改进要件有二：一者，犁头已为铁器；二者，畜代替人直接力
耕［30］。
综上所述，耒耜为我国农具之先者当无误。只是“先”包含着大量不同的含义：神农先
祖、农业先时、农具先驱。任何单一性考述都难为周全之说。
二、器之形制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
卫灵公》）此话仿佛是上述“犁”之注释。《耒耜经》释：“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镜。”而“犁为牛
拉”［31］。相对而言，木器不能利于铁器。“犁”的本义即为“利”（尖利、锋利），徐中舒在《耒耜
考》中释之为“刀”，乃“力形之变”［32］。刘熙《释名》曰：“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汉代《盐
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之便利，则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
劝功。”《盐铁论·农耕篇》又说：“铁器者，农夫生死也。”可见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已与铁器不可
分割，农具已铁器化，从而为牛耕的推广创造了条件［33］。然而，耒耜之材质为木抑或为金，史
籍记述便有出入。《周书》曰：“神农……作陶冶斧，破木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
兴。”［34］如是说，耒耜的制作材质是木料，而犁为耒耜的发展版，其特点在于使用了铁作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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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事实上，在近年来所发现的耒耜的实物中，也发现骨制、蚌
制、鹿角制、石制和木制的耜［35］。更有意思的是，汪宁生教授在
一些少数民族、族群的考古材料和实际调研中发现各种“执耒模
型”［36］。
关于耒耜之形制，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王祯《农书·农
器图谱·耒耜门》在引述耒之形制时，基本上继承古述：
耜上勾木也。《易·系》曰：“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说文》曰：“耒，手耕曲
木。”《周官·考工记》：“车人为耒，庛长尺有一寸。”郑注云：“庇，读为棘刺之刺。
刺，耒下前曲接耜。”则耒长六尺有六寸，其受铁欤？自其疵，缘其外，遂曲量之，以
至于首，得三尺三寸；自首遂曲量之，以至于庇，亦三尺三寸。合之为六尺六寸［38］。
显然，由于农史上对于耒耜的描述繁复且真伪难辨，经注者间或以
讹传讹，耒耜形制让人产生诸多困惑。事实上，今天人们去农业博物馆
所看到的打上“耒耜”名目的图像和实物，差异甚大，各类字典在解释这
一条目时也不尽相同。林沄先生认为《辞海》对“耒耜”的解释有误，引用
的一幅古代从来不曾存在过的耒耜图亦有误。《辞海》的耒耜图是从王祯
《农书》转引来的。林先生认为这也是《农书》之“败笔”［39］。而王祯《农
书》中的耒耜图看起来确实与考古遗址中的实物或古代画像中的耒耜有
很大的差异（如图）［40］。
至于功能，王氏《农书》如是说：
耜，臿也。《释名》曰：“耜，齿也，如齿之断物也。”……《周礼·考工记》：“匠人为
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为伐，广尺深尺谓之畎。”郑云：“古者耜一金，两人
并发之。其垄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发。”
按照徐中舒的意见，耒耜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制发生了变化，材质发生了变化，功能亦
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断定，耒的演变，由木质变成了金属制，由歧头变成了平刃，由平首变
成了空首。”［41］依笔者之拙见，耒耜只是农具之一种，后来形态甚至功能扩展了，武器、布币、礼
器等即以其为原型，最终成了一系，这就是“种-类-系”的扩充①［42］。对其认知更是扩展至“三
才”范围。如果仍固守其为农具之一种的认知，必定导致在理解、描述上的巨大出入。
耒耜作为农具之一种类，在历史上如此大幅度地演变，导致后世对耒耜形制、功能的描
述未能统一，造成了后人的不同理解。一定程度上说，耒耜形制与其象的关系微妙，其中之
① 人类学家涂尔干、莫斯在《原始分类》中对中国的分类体系作了专门的论述：中国的分类除了其基本
特征外，“惟独一点例外，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外，它一贯独立于任何社会组织”，包括诸如天文、星象、占
卜等，形成了自己的分类体系。
耜［37］
王祯《农书》耒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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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于文字形象与实物形体的契合问题。从现存的文字资料看，在古老的 214个象形字中
有“耒”，它在甲骨文中就是犁具形象，说明最早的犁具系由人来操作的，后来由“犁”（牛）替
代［43］。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初，耜、耒皆为人力操作，至叔均才开始以牛耕耘。《山海经·
大荒经》曰：“叔均始作牛耕。”在农具的演变史中，耒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农具。陈梦家
根据殷商卜辞的材料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卜辞和金文中都没有“耕”字，古以耒耕，故《齐民要
术》卷一引《说文解字》“人耕曰耕，牛耕曰犁”，这可证明殷商卜辞中的耒耕为人耕［44］。人类
学家张光直认为耒很可能是商人最基本的翻土耕田工具，即带长柄的工具。学者们认为那
是一种协同性耕作的工具［45］。古籍中二者可单独使用，亦有连用的。通过对其考据，后人又
发展出了若干新假设［46］。《齐民要术》卷一便对农具作了“词与物”的考释：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
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农之臣也。”
《吕氏春秋》曰：“耜博六寸。”
《尔雅》曰：“斪 谓之定。”犍为舍人曰：“斪 ，锄也，名定。”
《纂文》曰：“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铲柄长二尺，刃广二寸，以刬地
除草。”
许慎《说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 ，斫也，齐谓之镃基。
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耕，犁
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
刘熙《释名》曰：“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耨，似锄，妪耨禾也。”“ ，诛也，
主以诛锄物根株也。”［47］
牛耕始于何时，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在殷商时代就已有了，证据是甲骨文中
的“ ”（物），当读“犁牛”。柳宗元《赋》云：“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
疏厚。”［48］《说文解字》：“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有的则
认为晚到汉代，赵过始教民牛耕；另有春秋末期之说种种［49］。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素以天时与物候的合作为样本，这在农具方面也有反映，耒耜即
为范，其形制得天象之启示。徐中舒在《耒耜考》中认为：
甲骨文及铜器之方……象耒的形制，尤为完备，故方当训为一番土谓之坺，初无
方圆之意。方之象耒，上短横象柄首横木，下长横即是所蹈履处，旁两短画或即饰
文。……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50］。
许进雄评述：“方为耒形之说为一般人所接受，旁与方的不同，从字形看在于有无一块横而长
的东西。文字的创造，对于抽象的意义，除了用音的假借外，就是以有关的事物来表示。旁
有四旁、旁边之意，其意义与犁耒的形制或操作有关的，除了犁壁以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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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了。”［51］“方”与“耒”的象形阐释是否正确，笔者在此不作评述。“方圆”原本是对天地的最早
的经验认知。对耒的另一种解释亦颇为有趣。丁山认为，耒之形貌酷似天象“大辰图”，民间
称为“犁头星”。天空的大辰本是后稷布置用以启发农人工作的。农人一见这耒形的大辰当
黎明之前正现于天空午位，就知道这是一年工作的开始，谓之“农祥”①［52］。
这样，耒耜便与天象发生了关系，形制上更多了一层复杂。其实，农具之形制与天象的
关联，犁并非孤案，还有不少例子，比如仓廩之意象，《说文解字》：“仓，谷藏也。”《释名》曰：
“仓，藏也，谷物也。”《天文集》曰：“廩星主仓。”《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此名著于天象
者［54］。而《农书·农器图谱·蚕缫门》中亦不乏其例，如“蚕神篇”：“天驷也。天文辰龙，蚕辰
生，又与马同气，谓天驷即蚕神也。”［55］“火仓篇”：“蚕室火龛也。凡蚕生，室内四壁挫垒空龛，
状如参星。”［56］由是可知，中国传统的农器图像中不乏“天地人和”的哲理形制。这也把我们
带到了另一个认知角度：中华农耕文明博大精深，即使一件普通的农具，也能够映衬“三才”
的道理。这或许是世界上除
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农耕文
明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中国古代农书种类
也不同。除了以《齐民要术》
为代表的知识百科型农书以
外，月令②型农书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存世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后汉崔寔《四民月
令》、南朝宗懍《荆楚岁时记》、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以《四民月令》为例，该书依照一
年十二个月的次序，逐月安排士农工商的各种事务工作，包括：1.祭祀、家礼、教育及维持改
进家庭和社会的新旧关系；2.安排耕种，收获粮食、油料、蔬菜；3.纺绩、织染、漂练、裁制、浣
洗、改制；4.食品加工及酿造；5.修治住宅和农田水利工程；6.收集野生植物（主要是药材），并
配制法药；7.收藏保存家中各种大小用具；8.粜籴；9.杂事。传统中国的农业生产经验，是把
天象变化、气候物候、农事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安排。中国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指出：
我们的祖先最早认识了天时的决定力，出现了“月令”；进一步认识到地域条件也有决定力，
出现了“土宜”；最后，乃认识了“顺天时、量地利”，故有“可以胜天”之说。这些观念与认识，
是我们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最中心的内蕴［57］。
概而言之，虽然农具表面上只是农业作业的简单工具，然而其形制所包括的内涵和内容
已经跨出了一般“形制”（形态、功能、材质等）的边界，甚至包含着“天-地-人”的相应容纳。
三、器之识谱
迄今为止，人们所述之农器具之大者，多以农书为代表。有些农书中的农具大多从先前
① 《尔雅·释天》：“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
心。心为明堂，曰天驷。尾为九子，曰君臣。”
② “月令”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指把一年中应该做的事情逐月加以安排，包括天象、物候和农事
活动，以后的历代又增加了天子百官的起居、祭祀、礼仪，以及要约束平民百姓的法令、条戒等。月令体农书
即以月令、时令及岁时为序，来记录、规定或指导农事。
大辰图［53］ 铁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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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农书中转引而来。这也说明，中国的农书表述不独自成体系，表述体例也具有传承性。但
这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疑难、辨难之处。王毓瑚先生（1907—1980年）在《中国农学书录》中指
出，我国现存的古农书有 330种以上［58］。而历代农书几乎无例外，皆由士绅兼学者所著。又
由于相关的农业知识谱系悠久，其中不少已经遗失，今天人们所读到的农谱、农器谱有时难
辨真伪；不少历史演变的关节形态业已消失，造成迷雾重重。其中还有一部分农书、农器类
书籍已经遗佚，而后世农书所转述者便无以“核实”。
以宋代的“曾氏农书”为例。中国第一部水稻的专书《禾谱》由江西泰和人曾安止完成，
共五卷。曾安止（1047—1098年），字移忠，号屠龙翁，熙宁五年（1072年）25岁时，解试中第，
熙宁六年（1073年）中第乙科。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时年 29岁①，绍圣年间任彭泽县令。
元祐五年（1090年），曾安止的父亲曾肃去世，后曾安止也“以目疾而退”。程祁在序言中说：
“及绍圣……丁丑（1097年）春，始过螺川。是时，曾公丧明，退居泰禾。”弃官后授宣德郎。退
仕后，从事调查和著述，在“周爰咨访，不自倦逸”和“善究其本”的基础上写作《禾谱》［59］。有
感于当时士大夫只为花木著谱，而稻未有谱，遂调查当地水稻品种资源，写成《禾谱》，成书约
在元祐五年至绍圣元年（1090—1094年）间，它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志。
《禾谱》第一部分对水稻的“总名”“复名”“散名”作了论辨，清晰地指出古今水稻名实之间
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作者能对古今水稻的异名进行辨析，比较古今水稻品种生物学特性的
差异。在记载水稻品种时，此书也并非简单地记录名称，而是对水稻的生育期、外形、原产地
等均有记载，载有籼粳稻 21个品种（其中早稻 13个，晚稻 8个），糯稻 25个品种（其中早糯 11
个，晚糯14个），共46个，加上被删削的，共有56个。《禾谱》所记稻品，以泰和地区的为主，又并
非泰和一地所专有。现存《禾谱》中有8个品种分别见于南宋的8种方志。《禾谱》所记稻品，还
反映了宋代水稻品种资源发展的历史。如当时泰和传入占城稻才四五十年，已有早占禾、晚
占禾之分，反映出占城稻在江西传播的史迹。《禾谱》所记泰和水稻品种资源数量之多，说明赣
江流域是宋代重要的水稻产区。《禾谱》对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历史以及宋代粮食生产有重要
意义。而曾安止之侄孙曾之谨在一百多年之后续成了《农器谱》（已佚），王祯《农书》今之译注
者认为：“《农器图谱》是其一大特色，在现存的古代农书中，它是有突出成就的，而晚出的农
书，也往往奉其为圭臬。南宋曾之谨曾经写过一部《农器谱》，书中分列耒耜、耨镈、车戽、蓑
笠、铚刈、筿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十项，可惜原书现已失传。王书所列农器门类，与曾
书相同而加详，大概是参照曾书而扩充很多。”［60］农史通称二谱为“曾氏农书”。
王祯在撰写《农书》的过程中，深受《禾谱》和《农器谱》的影响。曾雄生在《中国稻史研
究》中有这样的记述：
王祯完成《农书》（时间当为 1295—1298年）后，到江西永丰任职（时间当为
1300—1304年）。永丰隶属江西吉安，即传统的庐陵地区。成书之后，王祯本想用
活字嵌印，得知江西官方已决定刊印而作罢。据《元帝刻行王祯农书诏书抄白》所
示，江西官方决定刊行王祯《农书》获得批准，时间是在大德八年（1304年），当时王
① 有的文献记载，曾氏28岁考取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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祯在永丰任上。《元诗小传》记载：“王祯，字伯善，东平人，大德四年知永丰县事，以
课农兴学为务。……著有《农器图谱》《农桑通诀》诸书，尝刊于卢（庐）陵（今江西
吉安）云。”又据康熙《永丰县志·贤牧传》，王祯“著有农书，刻于庐陵”。因此，江西
最早刻印农书的地方大概是在庐陵，而庐陵正是曾氏农书作者的故乡。但元刻本
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刻本为明刻本。其中便有邓渼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所刻的三十六卷本，而邓渼则是江西新城人［61］。
事实上，王祯的《农书》多处提到或涉及“曾氏农书”，兹枚举数例。《农书·农桑通诀之六·
祈报篇》：
曾氏《农书》云，《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62］
《农书·农器图谱之二·牛》：
《山海经》曰：后谡之孙“叔均始作牛耕”。世以为起于三代，愚谓不然。［译注
者评说：此为节录南宋周必大（1126—1204）为曾之谨《农器谱》所作的序（见《文献
通考》卷二一八），而“愚谓不然”是周必大自称，不是王祯本人，不宜照抄。］［63］
《农书·农器图谱之二·耒耜门》：
仍以苏文忠所赋秧马系之。又为《农器谱》之始。所有篇中名数，先后秩序，一
一用陈于左［64］。
《农书·农器图谱之二·秧马》：
苏文忠公序云：“余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
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不谱农器也。”［65］
《农书·农器图谱之四·薅鼓》：
曾氏《薅鼓序》云：“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
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悲
夫！田家作苦，绮襦纨袴不知稼穑之艰难，因作《薅鼓歌》以告之［66］。
《农书·农器图谱之六·朳》：
无齿杷也。所以平土壤，聚谷实。《说文》云：“无齿为朳。”《禾谱》字作“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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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虽似不缺农谱，然而以今日观之，识谱、传谱、承谱并不十分畅通。何以
至此？窃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古之文字，微言大义，后来无论是经注者，还是农史学家们，皆缘此而“我注六经”，比如
王祯《农书》中此类事便不少［68］。再说，三皇五帝之英雄祖先传说原本难以求真、求实、求证，
更多的只是为了满足“名正言顺”之传统叙事和表述，经过历代经学之注者、疏者不断累递叠
加说辞、观点、判例，表述对象愈发变得雾里看花。此其一。
“耒耜门”开农具著录之先，后来同门同类者多在其基础之上创新改造，类别分化越来越
大。而分化主要沿着两条线索进行：1.在农具范畴内的分化；2.农具与礼器的分化。有学者
认为，中国农具的分化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最为广泛的
农业生产工具便是石斧，全国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一般是最先从石斧中分化出石钺，继
而发展成玉钺，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钺。钺是拥有者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起着规
范、统一人们意识的作用，是最早出现的礼器门类［70］。此其二。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方、区域在实际农耕作业中，不断地发
明、采借、创新、改造，增加了当地的需求性功能，以致难以辨识其源。
另外，同一种农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可能出现不同的称谓，比
如农具臿类器“锹”，颜师古曰：“锹也，所以开渠也。”“或曰削，有所穿
也。”《唐韵》作“疀”，俗同臿。此外，在不同的地方方言里又有不同的
称谓，“盖古谓臿，今谓锹，一器二名，宜通用。”［71］类似例子甚多，不赘
述。而且，古代农具并没有标准化模型，虽然《周礼·考工记》中这样记
述，凡是器具，国家都有工官监造，然而并未覆盖所有农具制造领
域［72］。真正的农具多为地方、农民自制，并不需要完全依照标准、尺寸
造之，比如现在的考古资料、石刻、绘画等反映的“犁”在细节上有大的
差异［73］。此其三。
我国相对独立、独特的农书体系原已形成，可惜其中不少完全遗失、失传，或只剩残卷，
“曾氏农书”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世农书大多根据当时的情形，承之、袭之、抄之、录之、增之、
造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充，前者失传，便常常造成辨别后世之作中传袭和创新部分的重
重困难。不识脉络谱系，如何评判后世之作？中断的谱系往往致使原来“简单”之器变得难
以辨识。此其四。
中华民族有古老文明，农业与农具亦随着文明的交流传播甚远，特别对东亚农耕文明起
到了作用，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农书和农业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我国耒耜的实物、图片和文
字记录。而不同国家、地方、族群又根据自己的农作生产情况加以改造、变形，形成了多种
“耒耜形制”之亚类，这些亚类又时常构成对原型的枝蔓延说，造成识别时的困难。此其五。
随着农耕文明的变化，耒耜已在魏晋时逐步消亡。有学者认为，由于南北朝时期“灌钢
法”的出现和锻铁技术的成熟，纯铁制的农具逐渐取代了套嵌铁口的农具，耒耜也逐渐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另外，随着耕作技术的改进，以铁犁和牛耕的兴起为代表，传统的、低效率的
耦耕之法逐渐被淘汰［74］。而在农具的演化过程中，往往并没有注明、说明“范本”与“摹本”之
武梁祠遗址石刻
大禹执臿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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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有时导致形态上、形制上的交错。换言之，后来学者、农史学家大多已经无法通过最原
始的器物本身来进行权威的认证和判断。此其六。
近代学者先后提出“二重考据”（王国维）、“三重考据”（以傅斯年为代表）［75］。今日学者叶
舒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重证据法”［76］。无论几重考据，除了在传统的经学训诂的基础上作
阐释和注疏外，还需采借、整合不同的科学方法，分析处理不断出现的新材料。这种知识和方
法上的革新，都将带来旧有学术甚至是结论的改变，有时也因此带来新问题。此其七。
概而言之，农器谱让人们了解农具的知识脉络，亦为学术研究之要理。中华民族历史
长，空间跨度大，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之情形实所难免。难，却必须有所识。
四、结 语
农耕文明必不可缺少农具。换言之，农具早已羼入农耕文明之肌理，是为常识。中华悠
久的历史变迁，或可能、或已实际上造成了农具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些农具因形制、功能随着
历史发展逐渐丧失而退出历史舞台。大量的古代农具已经消失和遗失，致使后来人不能亲
身接触，观摩实物。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重修农器谱的事由，更不能成为当世者不
体察先辈附于农具上的智慧和心血的借口，否则便有数典忘祖之嫌，是为常情。任何事物的
发展皆不是凭空的，而是在继承前世遗产的基础上的革新与创新，中华农耕文明亦复如是。
因此，如果我们不用心了解、认识传统的农具，“乡村振兴战略”便失去重要一环，是为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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